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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中国东北史的
使命、地缘、范式与转向
                      

*

张建华　杨昕沫

摘要：中国东北史学科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史家治史之使命

感延续至今。纵观80余年中国东北史研究历程，经历了边政史、边疆史、

地方史、地区史、区域史和新史学等不同的研究形态，在研究方法上也杂

糅了历史—文化地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

的方法论。自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中国东北史学科在研究领域、资

料文献、研究方法和关注焦点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东北史　新社会史　新文化史　流域文明　欧亚空间

东北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域的传统门类和学科，自1932年傅斯年所著《东

北史纲》（第一卷）问世至今已逾80载。深入检讨其学科发展历史，可见它

迥异于中国史其他学科的历程。东北史诞生于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之际，因

此自其幼年起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并且延续至今；东北史隶属于中国古代

史和中国近现代史门类，但素与中国边政史、边疆史地和中外关系史有着极

其密切的关联；东北史虽属中国史，素称地方史，但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冷战视野下苏联知识界苏联东西方外交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17BSS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中俄全面合作研究”（项目编号：

16ZDA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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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有着较多较深的学科联系，较多地成为世界史和国际史学的话题。a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东北史是一个边缘史学学科。

此外，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随着国际新史学急速发展的大趋势，

东北史学科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涉及古代东北史的考古发掘及人类

学文献的出现，以及大量涉及近现代东北史的多国文献的陆续解密，为东北

史研究增加了最新鲜和多元化的史料来源；b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冷战史

和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导入，极大地拓宽了东北史研究的学

术视野和研究范畴；c从事东北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拥有了更强的学术自信心

和主体意识，致力于弘扬老一代史学家的使命感、壮大东北史学科，提出了

“中国东北史”的概念。d笔者认为在中国史学中没有其他的学科像东北史

a　如俄罗斯学者谢尔盖耶夫《利用俄国哥萨克开发新领土的日本经验（北海道—中国东北占领区）》 
(О. И. Серге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и опыт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при освоении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о. 
Хоккайдо, оккупированные земл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16, No.4, С.134—144)；拉林、

阿弗尼、别洛格拉佐夫和加梁莫娃合著《开发东北亚混合区域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问题：俄国远东—中国

东北—北海道（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В. Л. Ларин, Б. М. Афонин, Г. П. Белоглазов, Л. И. Галлямова,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своения смеж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о. Хоккайдо (XVI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ХХ в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Рея», 2013）；日本学者池內宏《东北朝鲜史研究》（池內宏 : 《滿鮮史研究》，東京：吉川弘

文館，1960年）和新妻利久的《渤海国史及其与日本的外交史研究》（新妻利久： 《渤海国史及び日本との国交

史の研究》，東京：東京電機大学出版局，1969年）；英国学者莎拉 · 尼尔森、夏洛特 · 贝尔和郭大顺合著《红

山文件：中国北方考古研究》（Sarah M. Nelson, Charlotte Bell, Guo Dashun, The Hongshan Papers: Collected Studi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China,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涉及辽东半岛的红山文化研究。

b　考古发掘方面如苏联时期尼古拉耶夫《滨海地区的纪念者和纪念地：简述与历史》（С. Н. Николаев,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амятные места в Приморье: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истор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Примиздат, 1951）
和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和它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Э. В. Шавку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хай и памятники его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иморье, Ленинград, 1968）。近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中、朝、韩学者在渤海国方面展

开联合考古研究，出版了多份考古发掘报告和相关著作。另有嘉科娃《渤海国：考古、历史和政治》（О. 
В. Дьяко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хай: архе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ка, М.: Наука-Вост. Лит-ра, 2014）；英国学者

莎拉 · 尼尔森《跨越长城：中国东北考古学》（Sarah Milledge Nelson,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ast China: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c　2004年俄罗斯出版了拉林、科契什科夫和别洛格拉佐夫等合著的《17—20世纪中国东北史》（В. Л. Ларин, 
Н. И. Кочешков, Г. П. Белоглазов,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XVII-XXв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4）；2016年，俄罗斯设立了“当代中国东北：社会现代化的区域特性”（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的研究课题；日本学者江夏由樹在2005
年出版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史研究的新视角》（江夏由樹： 《近代中國東北地域史研究の新視角》，東京：山

川出版社，2005年），收录了数篇从经济、资源、军事、铁路等不同角度论述中国东北史的论文；日本学者西

村成雄2015年的新作《中国近代东北地区社会变迁探索》（西村成雄： 《中国近代東北地域社会の鼓動をさぐ

る》，東京：日本古書通信社，2015年），从“地域社会”角度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东北的社会变迁。

d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佟冬担任总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于1998年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

版，2006年该社出版其修订版。该套书共六卷，共计450万字。为国内首部系统论述从四五十万年前“庙后山

人”至1949年的东北地区通史专著。该书名首次使用“中国东北史”的说法，但基本未对其做深入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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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具有明确的民族性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国际性特点，因此本文作者赞同

“中国东北史”（Chinese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Китайска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История/中国東北部の歴史）的提法。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东北史在国内外

史学界是一个“跨领域”“跨专业”乃至“跨学科”的学科。

1987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娜塔

莉 · 泽蒙 · 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从事

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她提出：“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坚强的跨学科联系，

以提供新的资料来源或有关因素（如气候和土壤），或提供历史学家所不熟

悉的解释方式。”a近年来，从多角度研究中国东北史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不论是传统的边疆史、地方史还是新兴的全球史和区域史，都成了中国东北

史研究可资借鉴的方法。

本文将对中国东北史的80年学术历程做一回顾，重点考察其学科发展路

径、研究方向及方法之变迁、问题意识及学科范式之转向。

一、 国运与使命：中国东北史研究的缘起

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这样评价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历史影响和学术价

值：“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

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猎可渔。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

和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

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

古，如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东北长久地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注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

盛衰或兴亡。”b

然而，曾几何时，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国人和中国社会视为

“化外之地”，东北史研究在更长的时期内被中国学界视为“旁门左道”。

a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 《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1页。

b　戴逸： 《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载《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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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北部、西北部、西南

部、东北部陆疆和南部、东部、东南部海疆的局势首次全面告急。在这样的

背景下，兴起了国人和学界第一次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的高潮。梁启超总结

为“外人纷至沓来，皆挟其所欲而去，夺我藩属，割我良港，造成空间之耻

辱，贻吾族以无穷之患难”；a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在此背景

下，“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

古诸地理”，b而东北地区仍然不为中国社会关注。

此时期涉及东北史地的著作先后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的

《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图说》，吴廷燮的《东三省

沿革表》，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刘瑞霖、孙凤翔、赵崇荫的《东三省交

涉要辑》等。曹廷杰在《希元遵查边防情形折》中认为，英、法、德、美虽

然为大国，但因“重洋迥隔，进退维艰，势不足为中国患。惟俄罗斯疆域广

大……其亚细亚诸部尚足包我三面”，“东北为根本重地，逼近俄垒”，“若不

先事预防，诚无以隐戢其心”。c徐世昌在《东三省政略》“叙言”中阐明自

己著述的目的在于：“以冀事之治斯土者，纠其谬误，进其事功，并借鉴于是

编之所录，实不足以求东省之危亟，因出其深识毅力，以驯致于弥兵息民之

政策，且以冀世之阅是编者，见其事而知其才力之不逮，怜其时会之大难，

更合全国之力，惨淡经营以共保厘东土意者。”d

上述著作的编纂者多为清朝政府官员或地方大员，其著述目的是为清廷

政府治理边疆、应对危机建言献策，而非做学术研究。上述著作内容则多涉

及清朝起源的“龙兴之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边务事宜和建置沿革以

及中俄关系重大事件，一些内容为官员游历考察所得，也有不少道听途说之

误，并且无论是著者还是清廷多视上述著作为机密而先期绝少外示。因为清

朝政府视东北为禁脔，对其发迹历史讳莫如深，人为设置种种限制，除禁止

汉人大量移入之外，亦不许普通文人谈论和研究东北史地。

a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b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1页。

c　丛佩远、赵鸣岐主编： 《曹廷杰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3—144页。

d　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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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东北或被中原人士视为化外之地而加以“想象”，或者被统

治者视为政治禁区和祖先圣地而力行“封禁”。

国人不知不识东北已处瓜分豆剖之危机，但所谓“洋人”却早已认识

东北之关键。沙皇俄国扩张势力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乘虚杀入黑龙江流域，

占据中国大片领土。俄国知识界也出现了一个“东方人派”，极力鼓吹“亚

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

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和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

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a1902至1910年，俄国皇家地

理学会会员、西伯利亚第29火枪团上尉阿尔谢尼耶夫（В. К. Арсеньев）在

原属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考察，随后在1911—

1912年出版了两卷本《乌苏里边疆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简报》（Краткий 

во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在192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争霸中国东北的列强行列，其势力控制沈阳

以南的辽东半岛。1906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文简称“满

铁”）奉日本政府特定法令成立，形式上是一家股份制经营公司，但本质上

是日本侵华大本营。“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重聘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博士

冈松参太郎主持“满铁调查部”，工作内容包括“满洲旧惯调查”、社会调

查、情报搜集、政策研究、苏俄动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

际关系各个方面，前后完成了6 200多份调查资料。1900年日本成立东亚同

文书院等国策机构，1907年成立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8年成立东亚经

济调查局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日本知识界适时建立所谓“满蒙学”“满

鲜学”，白鸟库吉、藤田元春和箭内亘等人都曾以“满洲历史地理”为题著

述，出现了曾经在北京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担任历史地理教习的京都

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这样死心塌地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 

a　［美］ 安德鲁 · 马洛泽莫夫： 《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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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

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更是较早地从地

缘政治视角看出中国东北是世界一个“风暴中心”（storm center）。a他于

1929—1930年用了九个月时间游历东北全境，最远处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汇

合处—同江。仅在1932至1934年间，拉铁摩尔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东

北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如《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满洲的小道与偏远地区》（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

《汉人在满洲的殖民》（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满洲的未知

边 疆 》（The Unknown Frontier of Manchuria）、《 黄 金 部 落：松 花 江 下 游

的“ 鱼 皮 鞑 靼 ”》（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

和《蒙古人在满洲国的命运》（The Mongols in Manchuria, Mongol Destine of 

Manchuguo）等。拉铁摩尔认为，东北将成为新一轮列强争夺之热土，“在这

种争夺当中，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传统、生活、种族

和各个地域在面对各种文化与民族时维护自身的努力，以及民族和文化将它

们自身强加到各个种族和地域之上的努力，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本身”。b

然而，反观中国知识界，他们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却严重不足，中国

社会关于东北人文和地理知识的储备严重匮乏。对此，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

傅斯年在1931年就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

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

张……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

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人之寡陋，亦大

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

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 

舍诸？”c

1931年10月，傅斯年联合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等著名史

学家编写《东北史纲》。《东北史纲》原计划由五卷组成，但只有傅斯年担纲

a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4.

b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p.301.

c　傅斯年： 《东北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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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卷“古代之东北”于1932年1月完成并出版。该书以时间为顺序，按

朝代记述了自远古至汉晋的东北历史。史料取材主要来源于历朝正史和地理

志。傅斯年十分重视史料及对史料的考据，a在他看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

便进步”，提出“科学史学”。b傅斯年秉承德国兰克史学的“史学即史料”

的学理，专门著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而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批驳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说”，“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

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理由，则不得不辨”！ c《东北史纲》仅

用不到三个月完成，可谓急就章，但是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且

开创了东北史的学术研究范式。著名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槃

评价：“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

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

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后，颇受人批评，其实

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

说。但是能批评的人，都不一定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

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做补苴

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d傅斯年有感于边疆危急、国运衰微而愤然以笔为枪，

《东北史纲》完成后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递交国际联盟派赴东北调查

的“李顿调查团”，也正是《东北史纲》始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东北史学科

建制。随后，又有卞宗孟的《东北史之认识》（1936年）和金毓黻的《东北

通史》（1941年）问世。

卞宗孟师从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且精通文献目录学，

家中藏书丰厚。1936年，卞宗孟撰写了《东北之史的认识》。该书仅有三

篇，第一篇即“正名篇（释东北）”，是其1926年写就的《释东北》。第二篇

a　傅斯年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

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

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参见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b　卞宗孟： 《东北之史的认识》，出版社不详，1936年，第7页。

c　欧阳哲生主编： 《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d　陈槃： 《怀念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载朱传誉编： 《傅孟真传记资料》（第二卷），台北：天一出版社，

1979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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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篇（东北民族之汉化、东北之建置与开发）”。第三篇为“外交篇”。

1938年又写成《东北史研究纲要》。

金毓黻《东北通史》的开篇即为《东北之含义及其异名》。他在《编印

东北通史缘起》中写道：“民国丙子之岁……以东北史为目，而关外旧藏亦

携以俱来……濡笔编次，衍为讲义，是为东北通史之初稿。”“寻初稿所编次

者，始上古迄元末，写成三十七章，尚阙两章未就。去秋东北大学成立东北

史地经济研究室……乃取旧稿重加整比，并为补撰两章，厘为六卷，是为东

北通史上编，写付手民石印行于世。”a《东北通史》“始上古迄元末”，以民族

和地理为划分标准，以民族的兴起发展、民族政权的建制、民族融合及其与

中原王朝的交往为主要内容，并在书后附有历代东北疆域图。书中资料搜集

颇广，范围涉及历朝正史、私人笔记、墓志碑刻、国内考古成果，并引用部

分外国史料。

与傅斯年不同，金毓黻和卞宗孟均未出国留学，并持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方法。两人生于东北并长期在东北居住，并且以东北史地研究为唯一志业。

金、卞二人经常就东北文献、辽金风物等问题展开研究，曾在 1930年共同创

办了东北学社，其会刊《东北丛刊》是当时研究东北史地的专业刊物。

翻读三人所著东北史研究之书，了解三人学术经历后不难发现，三人均

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运用考据方法，以史料为基础，按照“整理、比较

和提出证明”的方法论证东北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驳斥了当时日本学者

提出的“满洲非中国”的论断。而傅、金、卞三人之所以被视为东北史研究

的开创者，其著作被视为东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当

时及后世都要把“东北”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不能割裂的。如金毓黻所

强调的：“今日之东北，已等于黑龙江迤北乌苏里江迤东之地，沦于外人，非

复我有，吾人悼心失图，唤起重大之注意，尤非昔比是也。尽往日之东北，

为我国土之一部，与内地其他各省等，搜辑其佚事旧闻，撰为方志，或地方

史，合而为一部述之，固可，分而为数部述之，亦无不可。今则举其全区，

同归沦陷，势非合而述之，为一整个之地方史，将无以详其原委，明其因

a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1981年翻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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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知此义，而犹以旧见自缚，则东北一词，不过为强者割据自雄之资，

所新造之东北史，不过为国别史一种，而与所受之外祸固无与，且非所以语

于今日之东北也。此为今日讲东北史最要之义，有心之士，其可忽诸。”a

1934年2月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和1936年5月成立的“禹贡学会”，深

怀强烈的学术治国和学术救国的抱负，即“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始的土地算

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应该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

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b《禹贡》第六卷（1936年）第

3、4期设《东北研究专号》，专发东北史地论文。这一时期，《禹贡》上发表

的涉及东北史地的文章就达40余篇。而《禹贡》两主编之一的冯家昇即是

以主攻东北史地为志业。鉴于国内学界对于“满蒙问题”所知甚少，顾颉刚

在1935年初指示时年24岁、尚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侯仁之把拉铁摩尔刚刚出

版的《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等著作的重要章节翻译

并发表。侯仁之后来回忆道：“颉刚师让我译介拉氏分析‘东满’地区的蒙、

汉、满情况和夹杂在其间的苏俄、日本等外部势力交织的复杂情况，分别发

表在《禹贡》杂志上，以其引起国人对东北和满蒙问题的关注。”c顾颉刚和

史念海随后在1938年共同出版了《中国疆域沿革史》。

此时期涉及东北史地的著作还有魏声和的《吉林地志》，1932年他又编

著《增订吉林地理纪要》。景方叔1930年出版的《东北舆地释略》四卷，亦

于1930年出版。还有谢国祯的《清代流人开发东北史》（上海：开明书店，

1948年）、周传儒的《西伯利亚开发史》（南京：正中书局，1945年）、陈复

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南京：正中书局，1944年）等。这一时期，

东北学者还努力编修各种志书。金毓黻主编的《奉天通志》，共计10函100

册。金毓黻与白永贞、黄金凯编写的《辽阳县志》，为“辽东诸志之冠”。金

梁纂编写《黑龙江通志纲要》共两卷 ,增补了黑龙江修志之空白。“据统计 ,

辽宁省新属县市修志有95种，吉林省则多达102种，黑龙江省有38种。”d

a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50页。

b　《三周年纪念辞》，载《禹贡》，1936年第1、2、3合期。

c　侯仁之： 《山高水长何处寻—追忆颉刚师二三事》，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48—49页。

d　李治亭： 《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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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民国时期的东北史研究，其史学特点和研究范式都是明显的。

第一，史学家及其著作深含对民族命运之担忧、对国土沦丧之痛惜，史

学家之责任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研究和撰写东北历史的动因，他们的首要

任务是要证明东北地区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而佐证材料必然要在中国的古代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中寻找。

第二，从东北史学科创立之初，即把“东北”作为一个不同于中原地

区的“十里不同俗”“相邻不能语”的整体的和统一的区域看待；在论及政

权沿革、经济活动、种族民族和对外关系时，较多地从东北整体来考虑。因

此，东北史自其创立之初，就具有了一定后世所称的“区域史”和“大历

史”的特色。

第三，这一时期的东北史研究仍属传统的地方史研究范畴，是与中央政

权相对的边疆民族史、边疆政权史。金毓黻认为“理想中之东北史，其繁当

不下四五百卷，其体当依用章氏之法，以历代东北大事为纪，用编年体，先

举要语为纲，引群籍之语分注于下为目，首尾穿贯，按籍可求”。a

第四，民族问题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是打开东北史的钥匙。研究

东北各民族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研究各民族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可以很好

地研究东北古代历史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可以凸显东北与中国内地，与中国

其他边疆地区的差异和特性。金毓黻认为：“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

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b因此

他的东北史是以民族的兴起发展、民族政权的建制、民族融合以及其与中原

王朝的交往为主要内容。傅斯年也主要是从种族、民族、语言、习俗、文化

等方面进行阐述，证明东北与中原的关系。自傅、金二人之后，东北史的研

究对象虽然从民族扩大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但东北史

主要是民族史这一史学观念和方法论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c

a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22页。

b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23页。

c　如孙进己认为：“长期以来，所有的东北史都是把东北史分为各个民族的历史来阐述，所谓东北民族分几

大系等等。但这种东北各民族历史组成的东北史事实上是一部东北民族史，而不是东北地方史。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部东北史把研究的着眼点越过民族而去探讨民族在东北各个各地区的形成。”参见孙进己： 《东北史

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上）》，载《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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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此时“东北”作为一种整体概念见诸学界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视

野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是研究内容扩大到了政治、军事、

经济、民族、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社会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军事

问题研究仍居首位，次为经济、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文化问题再次，虽然

其中大部分不能称为是史学研究，但所谈内容又离不开东北史范畴。二是将

东北的历史与地理因素通盘考虑，由此而形成的对东北史的历史分期—如

“史前”“辽金”“明清”等概念，一直影响至今。

二、 停滞与探索：1949 年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在一定程度和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停

滞不前的现象。这一时期整体研究东北史的著述甚少，专题性研究较多。如

东北古代民族起源和流派研究；唐宋元明清东北治所研究；日本侵华和“满

铁”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东北革命史研究等。20年间，涉及东北史

的论著数量虽然比民国时期有所增加，但分散现象非常突出，研究范式基本

上可归属为朝代史、民族史和革命史范围。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论战逐渐由党际矛盾升级为国家矛盾和小规模军

事冲突，作为中苏边境冲突和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带，中国东北地区再次作为

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与同一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

况相反，东北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此次热潮与民国时期相比，具有

明显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色彩，它研究的仅仅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史和东

北地区人民的抗俄斗争史，是沙俄侵华史和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的一个组成

部分。a尽管这一时期的东北史研究并未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上有所建树，

a　著作类：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黑龙江省黑

河地区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编《血与火的历史：沙俄霸占我国江东

六十四屯的暴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施达青《从〈瑷珲条约〉到〈北京条约〉：沙俄侵占我国东

北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罪证》（北京：中华书店，1977年）等；佟冬主编的《沙俄与东北》一书虽出版

于1985年，但其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外还有译自俄文和英文的著作，作为参考读物以内部发行

方式出版，如［美］ 伦森： 《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杨诗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苏］ 巴赫鲁申：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郝建恒、高文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等。论文类可参见黄定天、马秀

英、傅明静编《东北史论文资料索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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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对于东北史学科的建立仍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北京及东北各地开始建

立一些东北史研究的相关学科和学会，如1978年11月成立的中国中俄关系史

学会，1981年5月成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4年8月成立的中国中日

关系史学会，1985年5月成立的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

想。东北史与中国史学其他领域一样，都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理论和

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关注更

多地体现在书写反抗侵略的斗争史。不可否认，在此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

东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此方法而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学

术禁区”等限制了东北史研究的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它越

来越无法满足东北史研究的新需要、无法解决东北史研究的新问题。此外，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形成的稳定政治环境和国内形势，令这一时期

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类考古发掘工作统一、有序进行，考

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报告数量明显增多，这些都为东北史研究提供了更

加丰富和可信的考古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东北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

也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为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

策，服务本地区改革发展和强调地区特色，东北史研究者一方面加强了东北

地区经济史、社会史等专史研究：既有关于东北地区经济史的通史，也有工

业史、农业史、林业史、银行史、财政史、货币史等专史，并且出现了城市

史、开发史、匪患史、灾害史、宗教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研究。另一方面，

传统的民族史、地方史、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也出现了新变化，如

民族史研究更突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a地方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寻

a　如程妮娜的《东北史》试图“在体例上，打破了过去以中央王朝的更替为东北古史分期依据的传统模

式，从东北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出发，进行了新的分期，即1. 蒙昧与文明的开端时期；2. 东北民族

政权分立迭起的时期；3. 隋唐王朝羁縻统治时期；4. 辽金北方王朝统治时期；5. 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

按照新的分期分为五章进行撰写，从而突出了古代东北区域史发展的特点，展示了古代东北与中央王朝关系

的发展轨迹”（参见程妮娜主编： 《东北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李治亭认为：“东北

地处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又是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的故乡，更重要的，又是多个王朝的

‘龙兴’之地。因而使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为其他边疆地区不可比拟。”（李治亭主编： 《东北通史》，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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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历史特性，a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史研究不再以侵略和战争为唯一线

索。b思想解放为东北史研究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相关学术

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东北史研究出现了新高潮。

首先，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重新界定，东北史研究逐渐摆脱了

阶级斗争分析法是唯一史学方法的束缚，跨学科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东北史

研究方法中，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辅助手段。

其次，研究内容不断扩大，东北的经济、地理、疆域、政治、文化、民

族、军事、宗教、人物、民俗、交通、语言、考古等，均被纳入东北史的研

究范畴，东北的民俗、宗教、交通等研究的出现更是体现了新的唯物史观派

特别关注和强调史学与生活、社会联系的特点。传统的东北断代史研究，如

明代东北、清代东北、辽金东北、高句丽研究、渤海国研究等进步显著。c

一些地区的考古发掘的专著和调查资料，以及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汇编也相

继出版。

第三，东北通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d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教授评论：“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张博泉的《东

北地方史稿》、薛虹等的《中国东北通史》、程妮娜的《东北史》、李治亭的

《东北通史》、宁孟辰的《东北地方史》，最大的一部多卷本《中国东北史》，

计6卷，450余万字，是前后几部通史的总和。仅20年间，就连续出版了7部

长短不一的东北通史专著。始于19世纪60年代，因沙俄侵吞我东北大片疆

土，激起学者研究东北史的热潮，迄20世纪80年代，计120余年，仅有傅、

金两先生的各半部东北通史。而改革开放20年间，即出版7部。可见，20年

改革的成果，远胜前120年的成果。”e

a　如出现少数民族政权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清代东北官吏和官制研究、伪满时期东北的基层政权研

究和东北开发史研究等方向。

b　涉及中日关系的有日本遗孤问题研究、抗联史、移民史研究，涉及中俄关系的有边界沿革、中俄贸易

史、中东铁路研究等。

c　李治亭在《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建国60周年》（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
期）中，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东北断代史研究和东北三省各自所作的本省通史均做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

d　马大正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从地域空间和省

区空间两个角度总结了有关东北地区通史著作的编撰与出版情况。

e　李治亭： 《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建国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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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东北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设立东北史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

基地，东北史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东北史

研究队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建立。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科研单位、高校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东

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正式于2002年2月

启动，至今已在东北边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厚成果，引发国内外学术界 

关注。

三、 地缘与空间：中国东北史研究的区域史视角

何为“东北”？

傅斯年所著《东北史纲初稿》中的“东北”为东三省之简称，即“清初

为奉天宁古塔两将军辖境，而奉天府尹辖州县民政，与山海关内之府厅州县

制无别。康熙以来曰盛京省，清末曰东三省，分设督抚”。a金毓黻《东北通

史》中的“东北”为“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

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

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b卞宗孟认为：“今之

就地理以释东北者，约有两种含义：一则以为东北三省之简称，一则以为东

北区域之正名是也。”c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认为当时地理概念中的东北与历

史概念中的东北是存在差别的，研究东北史尤其要看到历史的事实。金毓黻

认为，“东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复画分一定之区域，亦从而名之曰

东北”。d而“东北”的具体区域因时代不同而有异。因此，“考东北史者，不

得以旧疆自限审矣。不特此也。燕将秦开攻朝鲜之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

满藩汗为界。汉武帝平定朝鲜，画为四郡。李唐之世，渤海为东藩之一，而

其地东尽海滨，南跨朝鲜。逊清之盛，凡东北滨海之地，悉隶提封之内，谈

a　傅斯年： 《东北史纲初稿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b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4页。

c　卞宗孟： 《东北之史的认识》，第5页。

d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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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史者，不能置是而不数。是其范围之广狭，又因时代而转移，不过有轻

重主从之分耳”。a卞宗孟更提出，“其就东北区域为说者，可分就行政区域，

自然区域，文化区域立言之三种，而最有史的意义者，则为近人从远史方位

之考证，迄于近代政区之确定，而释以五义是”。b受此影响，其后大部分东

北史的研究者，均以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范围确定自己

的研究范围。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东北史应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而这一

地区的具体范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不断变化，因此他们必然是按照编年

史分期顺序进行书写，只是在具体研究时的分期方式不同。

还有一类研究者是以中国之东北部的行政区划确定研究范围。他们的观

点不难理解，中国东北部边疆的疆界自20世纪起就已经基本确定，因此历史

上曾属于中国而今已不在我国领土范围之内的原东北某些地区的历史则不属

其重点探讨的范围。此类研究多集中在东北近现代史和东北地区政治史中。

综上所述，“东北史”的具体范围取决于“东北”的边界在哪里。中国

之东北部，是与中国领土相对而言，是与中国内地相对而言，它与中国内地

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划分问题，但在外部边界上却与他国存在争议。以上所

涉及的“东北”，实际上包含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含义，而空间与时间上的

重合即是今日学界拥有共识的“地缘”和“区域”理论。

早在1932年，拉铁摩尔在中国东北游历九个月后，就得出了东北是地缘

政治理论的奠基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笔下的“历史地理枢

纽”（Geographical Hub of  History）的结论，称东北是未来世界一个“风暴

中心”。c他在1932年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提出中国东北是“种族

与文化的战场”（The Battleground of  Race and Cultrue），强调“满洲在世界

中的地位”（Manchuria’s place in the World）。费正清对此书评价甚高，他认

为“这本书把该地区现代国际史和中国早期的历史紧扣在一起，明确地预示

了一种理论”。d

a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8页。

b　卞宗孟： 《东北之史的认识》，第7页。

c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p.4.

d　［美］ 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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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理（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虽然或抽象或具象，但

都是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方位联系在一起，即与“地缘”“空间”“区

域”“中心”“边缘”等概念密切相关的。

就人们通常的看法而言，“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为展现事物的

客观存在而存在，是人们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工具，但此“空间”不同

于德国思想史家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历史空间”（Spaces in 

History），也不同于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

“历史空间”（Espaces dans l’histoire）。科塞勒克的“空间”是以对应关系存

在的，对应存在的空间所形成的空间性矛盾促成了历史的开展，科氏进而提

出了“空间本身就是历史”的观点。布罗代尔所指的空间是随历史的演变而

变化的。当然笔者也认为应将“空间”视作与一定时代的“历史时间”相适

应，是构成总体性历史的一部分。其次，笔者所指的空间不同于区域史中的

空间，后者的空间是一个历史地理范围，虽然划定这一范围的具体依据学界

尚无定说，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以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作为划定依据。因

此区域史中的“空间”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范围，研究的是区域性

的历史活动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空间。但笔者也认为，空间是历史的舞台，

任何历史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而展开。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视野的

逐渐扩大，人类的空间感知和地理意识都发生了较前不同的变化，由此“全

球观”“全球性视角”理论日渐兴起。全球史学者认为，史学家有责任也有必

要挖掘跨越国家边界范围的主题和概念，因此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移民

的跨国流动、东西文明的对抗和宗教等都成为全球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

上述问题又恰恰都在中国东北史中有所表现，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朝鲜半岛的跨界民族和同源文化，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一些近

代城市的崛起，国际劳工与移民问题，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问题等。因此，

中国东北史应该以全球史视之，或者说，以欧亚空间视野而探索的中国东北

史也是一种全球史。

经过百余年的学科发展，中国东北史已经完成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

史的连续性研究任务，并把中国东北地区合为一体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进

行考察，从而形成了中国东北史的通史性研究。应该说，这符合了人类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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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历史和对时间认知的发展规律，但东北史中的东北未能被视为欧亚大陆的

一部分，进而未能使中国东北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究其根本，是我们

的研究者一直未能将中国东北置于欧亚空间的视野下进行考量。以欧亚空间

为视角，研究者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东北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中国东

北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同时，中国东北史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亚洲史、

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媒介，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外文献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空间或地

带。a因此，许多学者将中国东北史置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框架中。b今天，

在我们讲述“中国”这一词语时，既是讲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是讲空间上

的统一性，更要承认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多王朝、多政权、多民族的共同存

在。而当我们使用“边疆”一词时，实际上是将“边”与“中”相对，即存

在着中心与边缘、中央与地方的对应关系。前者属于空间概念，后者属于政

治概念。这样的概念和框架，有助于我们研究边疆地区与中央的隶属关系，

研究中央对边疆的管辖与治理，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规

律，有助于我们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但就东北史研究来讲，这

种框架有时也会限制研究者的思维，在研究中以中央王朝的更替为东北古史

分期依据，过多地强调中央政权对东北的统治和治理，忽视了东北历史发展

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忽视了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和

影响。另外，此类研究侧重于对东北疆域、人文、民族、历史、考古等方面

的考察，忽视了对中国东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和特点的研究。c事实上，

东北的不同民族能够在相互交往中发展，甚至可以走出茫茫森林，走出东北

而南下和西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东北地区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平

a　李治亭主编： 《东北通史》，第1页。

b　历史上的中国边疆，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在马大正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第三编分论中，对百年来几代中国学者的中国边疆历史研

究做了分类述评： （1） 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2） 古代中国疆域理论问题研究；（3） 中国历朝各代边疆

治理研究；（4） 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5） 近代以来中国边患和陆地边界研究；（6） 中国边疆研究

史研究；（7）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等。相关著作类有，马大正总主编“中国东北边疆通史”丛书，李治亭

的《东北通史》即是丛书之一种；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定天

《二十世纪东北边疆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刘信君主编《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

疆思想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c　王禹浪、王文轶： 《东北古代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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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旷野和草原相连，交通便宜。“作为中国东北的区域文化，它具有自己

的本质特色，完全不同于其他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

区域。如西面的蒙古区、南面的华北区以及北面的西伯利亚区域，都与之不

同。产生区别的原因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区域文化特色。”a“从远

古、中古至近古及以后的各个时代，东北地区尤其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显示出

巨大的历史活力，勇于进取的历史主动精神，无不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的

培育，天地灵气之陶冶。”b

近代以后，中国地方史研究兴起。地方史，顾名思义，研究的是某一地

方而不是全国的历史，其特点是强调地方性和区域性，在研究本地历史、文

化、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强调地方特色。一些学者将东北史研究置于地方史研

究的框架中，不仅强调要注重研究东北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对外交往和考古等传统领域，而且越来越强调要加强研究东北的民俗、宗教

以及地方人物。由此可以看到，从地方史角度研究东北史，有助于我们强调

地方特色，有利于我们为本地方的发展寻找历史根基。

但地方史在实际研究中存在划分方法和界线的问题。通常来说，地方或

区域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地理的、行政的、经济的，等等。而现今

在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中多是采用行政区划的方法，即将东北史研究按照省别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进行划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加

强了地方史志的修缮和编纂工作，但跨省的合作研究很少，按行政区划进行

的东北地方史研究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学术研究要细致入微，但不能将研究

碎片化。过于细化的研究既割裂了东北史的整体性，因为地方史研究的各个

子地区之间缺乏了有机联系，也无法整合三省学术资源形成统一的东北史研

究，还容易造成三省间的学术分歧。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交往中常常会发现，

当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常常会说“我是某某省人”，从而寻找自己

的身份认同，而东北地区的人此时往往会说“我是东北人”，很少会说“我

是黑龙江人”“我是吉林人”或“我是辽宁人”，这种称呼方式在我国其他

a　王禹浪、王文轶： 《东北古代史研究》，第13页。

b　李治亭主编： 《东北通史》，“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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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隐藏在这一表述方式背后的是人们对东北地区的区域

认同。因此，画地为牢、各自治史的简单的地方史研究显然无法与当代学术

研究中的整体观相符，无法与民众心理相符，也无法与我国将东北视为一个

整体区域而制定政策的现实相符。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地方史研究和方志

编撰的学科地位与重要意义，只是认为东北史研究不能是简单的地方史志研

究，也不能是地方史志的叠加，因为按照此方式，则属于中国范围内的任何

地区都可以叠加而形成新的地区史，东北史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殊意义。因

此，东北史研究应该从更大的视野出发，在整体上加以把握，在细节处理上

运用更新的研究方法。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我国史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

学者将区域史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东北史研究当中，形成了东北区域史

研究。a在这类研究者看来，东北地区是符合区域史的定义的，b区域史的研

究方法也有利于东北史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因为区域史作为一门新兴的

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是以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社

会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上述多种方法的交叉运用而见长。

同时从区域史角度研究和命名东北史，也符合通行的东北人文地理概念和自

然地理概念。应该说，区域史为东北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更

加丰富的研究手段，一些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东北区域

史研究仍然会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和阻力。区域史研究应是具有时空性的，在

空间上表现的“区域”应当“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社会组织

a　如李书源、杨晓军《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李治

亭《东北通史》。还有一些被视作是从区域史研究东北史的著作，如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北

京：中华书局，2001年），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孔经纬《清代东

北地区经济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沈阳：春风文

艺出版社，1992年）等。

b　王先明认为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区域史并不是

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

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区域史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民

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参见王先明： 《“区域化”取向与近

代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徐国利认为界定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要从三个原则出发，

一是区域内社会诸要素应当具有均质（同质）性，二是区域具有系统性，三是区域的独特性（参见徐国利：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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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方面或某些方面有共同特征及紧密关系的地域”，a在时间上表现为历

史的动态性过程。因此，“区域史研究视野中的区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

的，是动态的而不是像自然区域那样相对静止的，人们要根据社会历史的发

展变化动态而不是静态地界定和选择区域”。b但是，东北疆域的形成是历史

的结果。我们固然可以使用区域史研究的动态性理论去解释和研究东北史，

但是这样的东北史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历史，而涉及了东亚史，甚至世界近

现代史。虽然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主要是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作为地理范围，

对外延地区我们会以历史原因作为解释，但这仍免不了会刺激到一些激进的

国外学者。不同国家之间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有不同见解，展开争论，这本是

很正常的事，但一旦影响到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一些人将历史和文

化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就会出现不必要的学术争端，造成学术困境。

四、 流动与共生：中国东北史研究的流域文明视角

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东北史研究的特殊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东

北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东北流域文明的概念，并在实际研究中取得了很

大进展，推动和丰富了东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原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

究中心主任、现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禹浪教授的“东北流域文明

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王禹浪教授认为：“重新审视东北区域的古代历史与文

化，以流域淡化行政区域，以流域打破国界的限制，从流域的角度看待古代

中国东北区域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一，流域文明研

究对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其二，流域文明研究对区域史尤其是边疆史研

究的意义与价值……其三，流域文明研究对东北边疆地区和平发展与国际交

流意义……其四，流域文明研究对开展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c

王禹浪教授一直从事东北地域的野外调查，发现许多人类的遗存遗迹，

以及重要的古代军镇、城镇、城市等重要的遗址几乎都分布在流域的左右两

a　徐国利：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b　徐国利：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c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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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提出“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并非是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区划的

姿态存在着，而是沿着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分布着”。a他认为：“东

北区域文明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起源地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

化现象，这种文明的发祥地往往是沿着江、河、湖、海的沿岸分布着，并早

已被考古工作者们的许多重大发明所证明。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地貌、多变

的地势以及复杂的气候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和走向”，因

此，“与其说是‘东北的区域文明’，还不如说是‘东北的流域文明’更加贴

切”。b结合自己多年来长期实地考察的结果，按照东北地理上流域分布的特

点，王禹浪教授将东北文明划分为五大流域文明区域，即黑龙江流域文明，

辽河流域文明，大、小棱河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和图们江流域文明。

“东北流域文明”概念符合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原则。近年来考古发

掘的新发现，不断证明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更早，中国存

在着更多文明类型，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20世纪

8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就在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

百座汉魏时期的城堡群和大型的拜天礼地的祭坛。西辽河流域的辽西地区埋

藏着距今8 000—4 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迹，发

现了具有东北亚地域早期文明礼制起源意义的红山文化、辽东半岛上的大石

棚文化以及鸭绿江流域庞大的高句丽时期金字塔式的古墓群。2011年在大棱

河上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这一

切打破了认为东北文明是中原文化传入或影响的结果的偏见，证明了东北文

明历史的自发性和悠久性；打破了认为东北民族是游牧民族，其文明是游牧

文明的偏见，证明了“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游牧民族的

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式的复合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c

王禹浪教授所称的东北“五大流域”，不仅仅是地理学概念上的流域，

而是指“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

为纽带连接其周围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因此流域文明研究的应该是以水为

a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序”，第1页。

b　王禹浪： 《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c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概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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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的人类群体与自然的综合体。东北流域文明既强调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

环境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壮大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强调古代

民族是不同流域文明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

了他们的狩猎、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冶炼、交通等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

方式长期并存和互补。纵观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河流的发源地或汇聚地往往

是古代民族繁衍发展的聚居区，而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则构成了东北古代民族

自由迁徙的通衢大道。”a这种视角，不仅丰富了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也对当下

理解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东

北流域文明研究是把人类社会、民族文化和自然实体看作一个整体，从社会

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研究人的活动；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的文化

或文明进行比较；在掌控整体研究时，尽量客观、中立地看待和评价不同流

域的文明、社会和族群。“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犹如一座充满了活

力和创新的历史大舞台，不同的、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传统在对抗与创新、

定居与迁徙、改造与包容、吸收与排斥中得到了进步、继承和发展，并以旺

盛的生命力在东亚社会创造了连续不断的历史沟堑。”b王禹浪教授认为，“从

流域文明的角度研究人类学，是对流域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探讨，更便利对流

域中各民族交往与融合轨迹的窥探”。c在他看来，流域文明可以作为人类学

的一个研究角度，同时它也是可以使用人类学的诸多方法的，可综合使用考

古学、语言学、生态学和民族学的方法。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有利于规避东北历史上形成的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国际问

题。就民族而讲，东北地区不但在今天生活着多个跨境民族，而且古代民族也

因“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而使生活范围广大，因此我们研究这类民族时，

往往会涉及当今其他国家的地域或民族。就地域而言，东北地区不论在过去还

是今天，都是我国领土的边疆地区。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与蒙古国、俄

罗斯（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国接壤，又与日本、韩国有着千丝万缕

a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序”，第2页。

b　王禹浪： 《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序”，第2页。

c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序”，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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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在仍讲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国家的今天，我们研究东北

的历史与文化，必然会触及这些国家的利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要考虑这

些国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众心理。而且我们的东北史研究也的确曾经受

政治需要、国家间关系和外交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发生过偏离。但是，当我们把

历史研究置于“流域文明”的框架中，不仅可以规避上述问题，“还可以弱化

因疆界划分而产生对历史与文化的阉割，增强整体史观与客观理性地开展跨国

境的历史文化研究”。a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人类共同文明的倡议中，整合

不同国家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促进各国共同挖掘、研究和保护历史与文化

资源，形成历史认同，从而促进我国东北史研究的发展。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文化的变动、历史的发展、疆界的

变迁、民族的迁徙是东北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它们又都影响着东北史研究。实

际上，这四个方面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即它们是动态的，是时间上的

动，也是空间中的动。“流域作为人类群聚与繁衍的最基本自然单元，多维立

体化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景象，深刻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伴随着自然与人为

因素改变而产生的波动、对立与调和。”b因此，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强调自然环

境的变化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强调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而产生的

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融合与碰撞。“正是由于东北

地区多生态环境多种文化元素杂交融合，且这种交会带有着适合人类居住和活

动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活动于东北地区的民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文化接受

能力，能够汲取周边各个文化圈的优秀文化来发展自身。两种或多种相异文化

接触后便会产生交会区，从而产生文化的杂种复合优势，因此也就产生了更具

活力的东北文明”，c而东北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

五、 城乡与繁荒：中国东北史研究的新社会史视角

社会史在中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张将研究视角转向下层民

a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序”，第4页。

b　王禹浪：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序”，第4页。

c　王禹浪、王文轶： 《东北古代史研究》，“序”，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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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基层社会组织，关注那些有关民众日常生活的新史料，主张从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分析整体性社会，主张长时

段历史的研究。受其影响，中国史研究从传统的精英阶层和王朝史转向民众

的社会生活史，体现了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其

研究对象的无所不包和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消弭了社会史与其他史学方法

的界限，开始引起人们对社会史存在价值的质疑，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

并倡导新社会史。虽然，对于新社会史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理

解，a但都认为新社会史“旨在把研究对象从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

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b认为中国的新社会史应当构建从本

土研究出发、与国际史学对话的中国学术语境。在新社会史中，曾被忽视的

个体活动和被认为可以凭借自然科学方法总结出规律的社会结构，成为研究

的重点和焦点，成为展现历史的一种研究角度。近年来出现的许多东北史研

究著述，既或多或少地受新社会史影响，也同时推动了我国新社会史的发展。

新社会史强调“人”的研究。传统的东北史对于“东北人”的研究多

集中于东北先民，主要是研究东北少数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

政权，以凸显中央政权治下的东北地方特色，即便是后来出现的东北民众形

象，也是以反抗侵略的人民大众和被压迫阶级的形象示人。可以说，在对塑

造东北历史的东北“人”的研究方面是十分不足的。1990年，李兴盛先生出

版了我国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东北流人史》。c在他看来，“东北开发史

是东北土著与客籍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史，东北文明史也是这些民族的共同

文明史”，“其中，客籍居民，尤其是汉族居民的这种作用是不容忽视与低估

a　如杨念群认为：“新社会史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

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构建范畴，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构建的整体论式的架

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参见杨念群主编： 《空间记忆社会转

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而孙江认为：“中国

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参见

孙江主编： 《事件 · 记忆 · 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b　孙江主编： 《事件 · 记忆 · 叙述》，第23页。

c　1990年，李兴盛先生出版了第一版《东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2006年出版

了《东北流人史（增订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此外，李兴盛还主编了与东北流人相

关的《清实录东北流人史料摘抄（外一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东北流人文库》（哈

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起陆续出版）。



92

世界历史评论 2020 年第 4 期

的”。a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虽不乏“流人”研究，b但“多侧重于清

代，尤其是清初，多为个别流人的传记之作，又多为论文。至于有关流人史

的专著，只有一部谢老（指谢国桢—笔者注）所作的清初断代流人史”。c

因此，李兴盛先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东北客籍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

流人，记述了从传说中的东北流人至清末2 000多年间东北流人的概况和历

史作用，讲述了各历史时期东北流人的行为、境遇与作用，探讨了历朝政府

对流人的管理制度，对流人、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念做了新的阐释，从个体

“人”的角度阐述了东北历史。在李兴盛先生看来，其研究对象“流人”既是

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进行统治与专政的产物，是“流刑”制度的产物，也是统

治者实现利民实边政策的产物。因此，“东北流人”中的“东北”就是指“历

史上曾经隶属于祖国东北政区的土地”。d

与流人史相近，还有移民史研究。实际上，东北移民史并不是一个新兴

话题。民国时期就有大量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出现，按其研究内

容看，一类是对清代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e主要是论述了清代汉民对“龙兴

之地”的移入、移居和开发，以及清政府的移民垦边政策；第二类是从人口

结构的角度将移民划为日本移民、朝鲜移民、俄国移民和中国关内移民等类

型，探讨了各类移民移入东北的动因及影响。f20世纪80年代后，东北社会

a　李兴盛： 《东北流人史（增订版）》，第4页。

b　如谢国桢《清初流人发东北史》（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沈阳：辽

沈书社，1988年），杨旸等《明代流人在东北》（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梁志忠《清代东北民地的

发展》（载《黑河学刊》，1990年第2期），也有日本学者有高严《清代満洲流人考》（《三宅博士古稀祝賀記

念論文集》，1929年），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清代乾隆朝流人的分布—清代边疆流放政策（一）》（川久

保悌郎： 《清代に於ける辺疆への罪徒配流について：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疆その一》，“弘前大学人文社会”

［15］，1958年）和《清代乾隆朝流人的分布—清代边疆流放政策（二）》（川久保悌郎： 《清代満洲の辺疆

社会—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彊その二》，“弘前大学人文社会”［27］，1962年）等。

c　李兴盛： 《东北流人史》，“前言”，第6页。

d　李兴盛： 《东北流人史》，“前言”，第3页。

e　如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对东北移民自清代以前论至近代，并对移民的职业问题和经济问题做

了分析（载《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2期）；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1932年）

考察了清代东北移民史后，分析了东北移民的资力、地价和消费等实际问题；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

移民》以地域进行划分，以大量数据分析了清代东北移民对东北开发的意义（载《东北集刊》，1942年第4
期）；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以时间为序对清代东北移民的过程和动因进行了探讨（载《东北集刊》，

1941年第2、3期）等。其中萧、吴二人的研究被学界视为民国时期东北移民研究的最高成就。

f　如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载《东方杂志》，

1947年第43卷第14期），王寒生《东北移民史》（载《明日东北》，1946年第1卷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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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开始受到东北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东北移民史研究开

始形成并不断发展。田方等人的《中国移民史略》、石方的《中国人口迁移

史稿》、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佟冬主

编的《中国东北史》、路遇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等，都将东北移民史和移

民问题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专门的东北移民史也日渐增多并细化，除传

统移民史研究的移民迁移过程、国家移民政策和移民构成特点外，出现了对

移民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a移民与国际问题b和移民史与档案c等专题

的研究；将移民范围从外部向东北的移入扩大到东北地区间的移动和东北地

区向外部的移出；综合使用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化学、社

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尤其加强了外国移民文化的研究。如果

说前述移民史的研究特点同样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域的相关研究中，那么国外

移民研究则是东北移民史的研究特色。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受国际

和本国形势的影响，大量的国外移民从苏（俄）、日本、朝鲜和欧美等国或

移居我国东北地区，或自东北地区移住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国

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将东北当作“异乡”，哈尔滨就曾一度被在华俄侨视

为自己的“首都”和“第二故乡”，其城市建筑、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等都

留下了俄侨印迹，俄侨史也因此成为东北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d同时也衍

生和推动了哈尔滨等极具特色的东北城市历史的研究。

“人”的活动及其对应的活动空间也是新社会史关注的焦点之一。城市

a　如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范立君《近代

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马平君《近代东北移民研究》

（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石艳春《日

本“满洲移民”社会生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

b　如日本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孟宪章等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1991年），左学德《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1905至1945年》（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
年），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5年），马伟《日本“北满移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高强《1912—
1931年东北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

c　如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日本移民档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德滨等编《黑龙江

移民概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d　如曲伟、李述笑《犹太人在哈尔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石方《哈尔滨俄侨史》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2012年）；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王志军等《20世纪上半期哈

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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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地域现象，一种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场

所。随着社会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城市史研究应运而生，而城

市史框架下的中国东北史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07年，韩国学者刘智源

（유지원）等五位作者合著的《近代满洲城市地理研究》（근대만주도시지리

연구，동북아시아역사재단，2007年），通过将历史学与城市学的研究相结

合，对清朝成立及近代化过程后中国东北地区以沈阳、营口、大连、吉林、

长春、哈尔滨等为代表的主要据点城市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功能和作用

以及文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2011年，曲晓范所著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

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则是从城市区域史角度撰

写的东北史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越泽明《伪满洲国首都规划》

（欧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通过论述伪满时期满铁的

城市经营与街区规划、长春的街区与城市发展，以及新京的建筑风格与建筑

政治表现等，让人们了解了1945年以前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实态和对长春

“苦心经营”背后的政治意图。

在城市史个案研究方面，以哈尔滨为例，除上述俄侨史研究外，哈尔滨

城市建筑史、城市社会史和城市艺术史领域的相关研究a都让读者看到了沙

俄侵华史之外哈尔滨作为近代城市的兴起过程；看到了俄（苏）侨民在中东

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内兴建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创办报纸、杂志和娱乐设

施，建立军警、法庭等行政机构等一系列活动；看到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

上鲜有的个案。正如石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中所

述，“过去论者把帝俄以中东铁路为媒介，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上占领、政

治上侵略、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均有述及，道出了‘侵略的西方’的本

质。但仅限于此就不够全面了，除了要讲‘侵略的西方’的本质外，还要看

到中东铁路亦是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传播的媒介，客观上起着开风气之先河

a　如常怀生《哈尔滨建筑艺术》（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刘松获《哈尔滨城市建筑

的现代转型与模式探析，1898—194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曾一智《城与人：哈尔滨故

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哈尔滨印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5—2006年）、范震威《一个城市的记忆与梦想：哈尔滨百年过影》（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2年）、关杰主编《哈尔滨城市音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都是近年引人注目的

哈尔滨城市历史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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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行的作用，由此展现出‘文明的西方’的另一面。中东

铁路的修筑，完全改变了哈尔滨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强力

之下，以硬性移植和强迫过渡为特征开始了其痛苦尤烈的社会文明转型”。a

应该说，新社会史赋予了东北史一种更鲜活和更人性的研究视角。关

注沦陷时期东北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成为近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新趋

势。在这种视角下，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历史直观而真实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有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不断出现的将侵略说成“解放”、将奴役说成

“开发建设”的极端论调。如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

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北农民生

活》（与他人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关注日据时期东

北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疾苦，通过史学与实证调查和社会考察相结合的

方式研究东北沦陷史；车霁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2000年），一改以往对伪满政权研究多集中于伪中央政权机构的态

势，将研究聚焦在伪县以下基层统治机构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刘晶

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4年），以处于被殖民地位的中国妇女和青少年，以及“九 · 一八”

事变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妇女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日本对中国人的奴化

教育和日本国民对待战争的真实态度；李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以伪满“康德七年临时国势调查”资料、

日本“关东州国势调查”资料等为基础，研究了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人

口问题。此外，还有傅大中的《伪满洲国军简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年）、齐红深主编的《东北地方教育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等，它们都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著作。

六、 隐秘与发掘：中国东北史研究的新史料

随着新史学方法的引入和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的不

a　石方：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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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新史料的发现与应用就成了必然之势。

东北史研究一直将史料的考证与论述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自傅

斯年以“史料即史学”的治史态度而作《东北史纲》起，又因当时现实问题

即“证明东北历史上就是中国之一部分”的需要而掀起学界研究的热潮，在

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证明遂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必然之法。明清时期满文档案，

近代和现代国人关于东北的游记或报告，地方州府县志，民族史志和实地调

查资料等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史料。金毓黻、卞宗孟等第一代东北史研

究者都曾专门编辑过东北文献史料丛书，并提倡东北史研究就是要以考证这

些史料作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大量文物的发现弥补了

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相关史料记述的欠缺，并且被用于证明东北地区的历史独

特性。其中，《长白丛书》可谓历时最长、硕果丰富的系列工程。该工程自

20世纪80年代启动，分为编订《长白丛书》文献整理与东亚文化研究两大系

列。内容包括史料、方志、档案、人物、诗词、满学、农学、边疆、民俗、

金石、地理、东北亚、专题论集等13个子系列。a另外，自这一时期起，一

些东北史研究者因具备了卓越的外语能力而使外文档案、国外学者的研究著

述、东北的中外文旧报等被纳入东北史史料成为可能，最明显的就是20世纪

七八十年代一批俄文译著的集中出版。b

近年来中国东北史在史料上更是取得了极大进步，传统史料不断扩充，

新兴史料不断涌现，中国的东北史也因此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成为国

际史学界的共同话题。

其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北各档案馆和各地社科院等多家机构先

后将所藏满文档案结集出版，为研究古代和近代东北通史、地方史、民族史

a　郑毅：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谨识于〈长白丛书〉出版20周年之际》，载《北华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

b　如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17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黑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共四册）（北京：商务

印书馆，1975—1978年）；苏联学者鲍里斯 · 罗曼诺夫著，陶文钊等译《俄国在满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苏联学者В. 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帝国主义在满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苏联学者格 · 瓦 · 麦利霍夫著，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

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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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a2000年7月，中央档案馆选编、中华书局

出版了《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该书选录了包括伪满

洲国皇帝、大臣、少将以上共40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押时期的供述资料，

是研究伪满政府为统治中国东北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军警等机构运

作与管理的重要口述史料。

其二，多卷册“满铁资料”系列出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

立于日本侵华时期，是一家以铁路经营为幌子，实际为日本政府及军方决策

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的特殊机构，长期从事对华各类情况调查并形成

大量调查报告、图书文献和档案资料，“满铁资料”便是对其的统称。日本

及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满铁”，注意利用“满铁

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性专著。b日本学者

对满铁的研究，对满铁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出版更是不遗余力，其研究视角

“第一，注重日本国外满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通过对现地的考察来进行

研究。第二，注重满铁文献资料目录的编辑和整理。第三，注重满铁调查部

资料的研究”。c“至于现阶段国际上的‘满铁’研究，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

究所副研究员李娜归纳了几个方面：‘满铁’相关文件材料的保存与解读、论

述伪满时期的文学作品、‘满铁’制度及经营模式问题、被俘日军及战争遗

孤问题。”d我国虽在“文革”结束后对满铁资料进行过研究和利用，如1979

年出版了《满铁史资料 第二卷》，1987年《满铁史资料 第四卷》等，但

仍属于小范围研究。近十余年才出现扩展之势，先后出版了《“九 · 一八”

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 满铁秘档选编》（1991年），《满铁调查报告》

a　吴元丰在《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载《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

一文中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了自1916年以来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状况。

b　在这一方面，常被提及的有美国学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1890—1949》（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等。

c　武向平： 《三十年来日本满铁研究现状述评》，载《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d　黄春宇： 《“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载《文汇报》，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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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六辑，《满铁密档》多卷本，《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30册

（2007年），《青岛市图书馆馆藏“满铁”资料提要》（2013年），《中国社科

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一辑（2016年），徐勇、邓大才主

编《满铁农村调查》三卷本（2016年），徐勇主编《满铁调查》第一辑（2015

年），高书全等主编《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2004年），解学诗主编《满

铁档案资料汇编》全15卷（2011年）等，虽然在时间上落后于日本及西方学

界，但仍是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东北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和城村发展史的第

一手调查资料。

其三，曾刊行于东北地域的大量各国侨民出版物成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

东北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的重要史料类型之一。M. 秋宁所编的《1927年前哈

尔滨俄文和其他欧洲文字报刊目录》中载，1927年以前哈尔滨共发行151种

报纸和161种杂志，其中102种报纸和142种杂志为俄文，其他为波兰文、英

文、乌克兰文、德文、格鲁吉亚文、瑞典文等。a在各国侨民中，俄国侨民

数量最巨、学术素养最高，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坚持将所见所感诉诸笔端，

俄侨的出版机构应运而生，大量报纸杂志和著作相继出版。据石方的《20世

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统计，在1901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哈尔

滨先后出版的俄文报纸约有150余种，b相继出版的俄文杂志接近250余种。c

哈尔滨俄侨学者除撰写了多本中国东北通史类著作外，还涉及东北民族、考

古、文化、政治、经济、地理、人口、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目前，这些侨

民出版物在我国国家图书馆、东北地方图书馆与档案馆和俄、美等国均有 

收藏。

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论，史料的多样化对史论的得出也必是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只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中国东北史不仅需

要新史观的引入与指导，也需要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如此才能成为一门真

正而独立的学科，才能不断发展。2011年12月，以十卷本《黑龙江通史》为

主体，辅以“黑龙江历史研究丛书”“黑龙江历史文献丛书”和“黑龙江历

a　石方：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第234页。

b　石方：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第235页。

c　石方：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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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献译丛”的黑龙江历史文化工程正式启动。从“长白丛书”到“东北沦

陷十四年史研究”，再到“黑龙江历史文化工程”，东北史研究群体的壮大和

各方学术资源的整合正在不断推动着我国东北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七、 结语：在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

20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期，也奠定了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使

命。21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转型期，而中国东北史研究同样面临

重大调整的新使命。历史研究的目的逐渐由为执政者“资治”转为解决现实

问题，因而史学研究更强调社会进步和变化的观点，并且提倡以科学的方法

“治史”。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

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而多学科的综

合性研究、跨学科的比较性研究、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甚至是自然科

学研究方法逐渐进入传统的东北史研究中。文字表述也更追求大众化和通俗

化，以求达到教化民众和得到社会民众的接受与认可的目的，东北史研究在

追求学术化的同时，也在追求研究的趣味性和群众性。

近代以来的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各种势力的角逐场，东北史也

已经成为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最先看到这

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研究东北的学者是日本学者和俄罗斯学者，a而中国

学者更习惯于应对和反驳，而且研究也更多的是从中国史的角度出发和对史

实的叙述，这种研究方法与范式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中国学者必须增强

从事东北史研究的主动意识和主体意识，这即是笔者强烈赞同并使用“中国

东北史”概念的初衷之所在。

中国东北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

a　关于国外学者的东北史研究可以参考李健才《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东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

《博物馆研究》，2004年第3期）、蔡锐《近代日本史学家的中国东北史研究》（载《日本研究》，1992年第2
期）、山根幸夫《日本关于中国东北史的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韩狄《战后日本学界

近代中国东北史研究述评》（载《日本研究》，2009年第4期）、黄定天和彭传勇《论俄（苏）的中国东北史研

究》（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彭传勇《论俄罗斯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载《西伯利亚研究》，2012
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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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它必须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也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

20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回答和解释着这些问题，但

这些问题是不能穷尽的，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中国东北史研究做出新的回答。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昕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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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as to be more profoundly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later in On Liberty. Hence, 

focusing on Mill’s “mental crisis” will help to shed light on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concerning “individuality”,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al 

texts of On Liberty.

3. From Chinese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The Mission, Geo-relation, Paradigm and 

Conversion of the Northeast History in China

 Zhang Jianhua, Yang Xinmo

Abstrac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f China, the Northeast History appeared at the time when 

the Chinese nation was in danger, and the historian’s sense of mission in studying that history 

continues to this day. During the 80-year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f Northeast History in 

China experienced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frontier political history, frontier history, local 

chronicles, area history, regional history, and New Historiography, and combined different 

methods such as history-cultural geography,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and so on. In the recen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fields, materials, methods, and focus of The Northeast Histo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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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Zhu Junyi

Abstract: 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is a chronicle, written in the late Carolingian 

dynasty at the turn of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Its author, Regino, had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history for his own Franks,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his recognition 

and esteem of Frankish secular regimes and leaders. However, he did not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and shackle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s world sovereignty theory, nor world 

universalism in the Christian chronicles. His book, 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has 

complex attributes, showing a transitional and mixed form between contemporary national 

history and Christian world history.


